
1937—1941年中国政府对意 

外交的开展与终结

蔡梓

内容提要自七七事变爆发到中国对意宣战，在此期间，中国政府从角色定位、目标 

和策略三个层面调整对意外交。中国政府先视意大利为潜在友国，继而视为中立国。在 

意大利承认伪满后，中国政府经过约半年的考量，从1938年6月起将其定位为敌国。中 

国政府先以修复邦交为目标，后于1937年10月将目标变为促其中立,1939年起又将目 

标改为维持邦交现状，直至1941年7月宣布与之断交。意大利在中日之间日益偏向后者 

乃至与之结盟，注定了其只能是中国的敌国。相较于对其他列强的外交，中国政府始终未 

重视对意外交。但是,面对执意弃华联日的意大利，中国政府不仅长期将其保留在外交视 

野之内，还先后因顾忌英、德的对意立场而未同步调整对意外交。总之，中国政府把对意 

外交置于战时外交视野的边缘,并依据大国阵菅分化组合过程中意大利与其他列强之间 

关系的变化，来具体开展相应的外交活动。

关键词中意外交蒋介石墨索里尼埃塞俄比亚抗战

抗战期间，中国的对意外交一直都处于中国政府外交视野的边缘，直至1941年7月两国断交。 

或许正是因为意大利对中日战争的走向和结局未能产生实质影响，相较于对战时中美、中苏、中英、 

中日、中德外交的研究，学界对战时中意外交的研究颇为薄弱。目力所及，以往研究分别从中、意双 

方的角度，大致勾勒出全面抗战时期两国邦交的变化轨迹。①随着研究的推进，关于中意战时外交

① 主要有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41—544、567—570页；马振犊：《斯坦法尼访华与中意 

关系》，《民国档案》2006年第1期，第79—85页；陈红民：《民国时期意大利与中国关系的档案史料——以〈陈公博访意报告书〉 

(1938年)为例》，《安徽史学》2015年第1期，第47—9页；圭德•萨马拉尼著，马振犊译:《日本侵华与中意关系》，《民国档案》 

1993 年第 4 期，第 64―67 页；Guido Samarani, u Alberto De' Stefani and Sino-Italian Relations Just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 East 

and West, Vol. 43 , No. 1/4 (December 1993) , pp. 301 -310；圭德•萨马拉尼著，甘慧杰译:《罗马对南京政府的军事援助与蒋百里 

的意大利之行》，《军事历史研究1996 年第 1 期，第 169—170 页；Guido Samarani, u Some Consideration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Republican China and Italy, 1912 - 194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与世界》第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版，第653—663页；张力：《中国与意大利关系的演变(1936—1941)》，“'重庆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海峡两岸学术与文化论坛”论 

文，重庆,2014年9月1一3日；赵耀荣：《意大利与近代中国的历史考察》，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2006 

年，第37T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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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讨论正在由表入里。①

其实,这一时期的对意外交是中国政府战时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其走向与意大利同其他列强 

的多边关系——尤其是同日、英、德的关系之演变密切关联。鉴于此，本文尝试跳出单纯的双边关 

系研究之窠臼，多层面地剖析从七七事变至中国对意宣战期间，中国政府如何在国际局势的变化中 

思考与开展对意外交,并揭示其中的多边影响因素。

一、争取意大利的努力及其顿挫

20世纪30年代初，中意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积极合作，两国关系渐入佳境,被学者 

称为“田园式关系”(Idyllic Relations)。1935年10月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冲国支持国联对其制 

裁，使两国“田园式关系”开始出现裂痕。②全面抗战爆发后，寻求列强支援成为中国政府外交的当 

务之急。因为当时意大利尚未明显弃华联日③，所以中国政府起初把意大利定位为潜在友国，努力 

争取其援助。

1937年7月15日，时任中国政府名誉高等顾问的意大利特使史丹法尼(Alberto De. Stefani,又 

译“斯坦法尼”)致函蒋介石,表示愿为蒋“与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间作各项非正式之通信”， 

希望能为中国政府获得“有利于中国之和平机会，有所裨益”。④这正中蒋的下怀，他当时正急于探 

知意大利对中国抗战之态度。17日，蒋携夫人宋美龄与史丹法尼会谈。他询问史丹法尼,墨索里 

尼对“这次中日事变的态度”如何，并告以“中国不得不奋起抵抗以保卫自己的国家……因为我把 

墨索里尼先生看作是最诚挚的朋友，所以我告诉你我们最后的决定。如果墨索里尼能够帮助保持 

远东的和平与中国人民的平安,我们将感到无比欣慰” o史丹法尼答道,墨索里尼“对华态度是非 

常好的” o宋美龄也强调:“我们希望得到他(墨索里尼——引者注)的全力声援与支持。”她还特意 

澄清:“有人说中国政府是从苏联取得帮助来抵抗日本，这不是事实。这或许是日本散布的谣 

言。”⑤当时，意德两国和苏联不仅在意识形态上敌对，而且正在西班牙内战中进行代理人战争。在 

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意大利驻苏大使、德国驻苏代办均向时任中国驻苏大使的蒋廷蔽示意,“如果 

中国寻求苏联的合作来对抗日本，那他们就不得不帮助日本对付中国”。⑥可见，与苏联的对抗已 

影响到意大利的远东政策。因此，中国政府尽管正与苏联谈判以寻求其援华,却不得不谨慎地自我 

澄清。

然而，蒋介石很快就感到意大利“态度不良益露”。⑦7月27日，蒋向意大利驻华大使柯赍

① 如 Guido Samarani, “Italy's Policies Towards and Relations with China from 1937 to 1945v , Silvio Beretta, Axel Berkofsky, 

Lihong Zhang ( eds. ) , Understanding China Today： An Exploration of Politics, Economics, Socie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witzerland: Springer Intemationeil Publishing, 2017) , pp. 327 -337O

② Michele Fatica,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of idyllic Relations between Mussolini's Italy and Chiang Kai-shekss China (1930 一 

1937) " , Maurizio Marinelli and Giovanni Andomino ( eds. ) , Italy's Encounters with Modem China: Imperial Dreams, Strategic Ambi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 pp. 89 - 110.

③ 1936年7月，国联撤销了对意大利的制裁。之后，意大利曾试图通过重新对华援助与合作来修复中意关系，但因为美国 

和德国填补了之前其遗留下来的空缺，未能如愿。意大利的对华政策和远东政策是在1937年11月与德国、日本缔结防共协定和 

承认伪满之后，才基本完成调整o 参见 Guido Samarani, uItaly's Policies Towards and Relations with China from 1937 to 1945”，Silvio 

Beretta, Axel Berkofsky, Lihong Zhang (eds. ) : Understanding China Today, pp. 372,335。

④ 《史丹法尼呈蒋中正函＞(1937年7月15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71000/00003/021 o

⑤ 马振犊译:《蒋介石与意大利特使斯坦法尼会谈纪要＞(1937年7月17日)，《民国档案》1994年第3期，第58—59页。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91页。

⑦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年7月22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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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a Giuliano）询问其政府对中日战事的看法及训令。柯赍称，意大利政府“准备从事任何足以获 

得和平解决之调解工作”，且“对于贵国及日本均有极深之友谊,实不愿两国之间发生何项冲突”, 

而他也愿意“请示敝国政府促其根据意日两国之友谊,劝告日本设法求得对此事之和平解决”。他 

还建议中国政府“邀请九国公约缔约各国，根据公约规定提出讨论”。①其实，在全面抗战之初，意 

大利尽管重视“意日友谊”甚于“意中友谊”，却也乐于在不引发日本强烈不满的情况下维持对华合 

作。意大利外交大臣齐亚诺（Cialeazzo Ciano）"密告中日开战，意守中立,在华意籍顾问仍留效 

力”。②

8月21日，中国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在此基础上获得苏联的援助。这一联苏抗日的 

政策触怒了意大利。齐亚诺通知意大利驻华大使，意大利将转向同情日本。③1937年夏季之后，意 

大利逐步撤回在华的海空军顾问团。④在外交上，意大利更加偏袒日本。蒋介石直言:“外交除意 

国袒倭与美国态度不定外，余皆可与我以同情。”⑤即便如此,8月30日，国防最高会议通过的战时 

外交方略明确要求:对意外交应“以近年特殊之友谊关系为辞，请其至少维持友谊之中立。我方须 

竭力去除对中苏接近之怀疑”。⑥显然，中国政府仍愿优先将意大利视为潜在友邦,竭力促其援华, 

但同时也做了退一步的打算，即一旦无法争取为友，则在角色定位上将意大利视为中立国,并促其 

严守善意中立。

9月初，中国政府“决定将日军侵华再提国联,并要求适用第十、第十一、第十六、第十七各条”, 

但外交部部长王宠惠坦言此事困难，因为意大利身为国联行政院常任理事国，“如与日方勾结，反 

对制裁，则中国提案在行政院不能得全体一致之赞成,便不能成立”。⑦为了尽量争取意大利,以求 

减少国际政治博弈中的麻烦，中国政府委派力倡对德、意亲善的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蒋百里为特 

使，赴德、意联络和游说。10月11日，蒋百里拜会齐亚诺，告以“中国决计抵抗，战争恐延长，但中 

义（即意大利，下同——引者注）合作仍应继续进行”，并向其解释中国“联俄断非容共” o齐亚诺称 

“义大利在远东利益虽少，仍愿尽力和平,对华友谊绝不变更”。⑧可是，齐亚诺的客套话并不意味 

着中国政府的感情牌和解释取得成效，相反，“意大利袒日之态度日益鲜明”。⑨当时“各方消息都 

说明,至少意大利接受邀请（即参加九国公约会议的邀请——引者注）就是为了在日本缺席的情况 

下为之辩护”。⑩于是,蒋介石只得把对意外交的目标从争取意大利降为“使意国不妨碍会议”⑪, 

即抗日外交方略所设定的最低目标——使意大利维持友谊之中立。10月21日，蒋介石向蒋百里 

和驻意大使刘文岛明确表示，如果意大利“不能为我助，至少亦要坚守中立态度，否则不如不出席” 

九国公约会议。⑫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① 张世瑛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0册补编，台北，"国史馆”2016年版，第170—178页。

② 《石祖黄致陈诚电＞（1937年8月9日），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档案,008/010701/00081/006 o

③ Ciano to Cora, 9/9/1937, ASMAE SP （1931—1945） , b. Cina70,转引自瓦尔多•费拉蒂著，罗敏译《意大利法西斯政府与 

西安事变》，《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110页。

④ Guido Samarani： ""Italy's Policies Towards and Relations with China from 1937 to 1945" , Silvio Beretta, Axel Berkofsky, Lihong 

Zhang （eds. ） : Understanding China Today, pp. 335 -336.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年8月21日，“本周反省录”。

张世瑛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0册补编，第401T02页。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1937年9月7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40页。

《蒋方震致蒋中正电＞（1937年10月1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90103/00011/250o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1937年10月20日，第57页。

《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543页。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年10月13日。

《蒋中正致刘文岛转蒋方震电＞（1937年10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10300/00006/063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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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动之以情，中国政府也试图诱之以利。10月19日，蒋介石指示刘文岛和蒋百里:“以海军 

技术材料与人才为约未始不可，但须注意避免政治关系,如能促经济方面照德国例以货易货，中国 

可消纳意国商品与武器价目共五千万至一万万元。”①蒋介石以避免发生政治关系作为前提，既反 

映出其对意外交的实用主义和有限目的——从意方获取军火、国际场合与舆论上的支持，也表明其 

并未在战略上倚重意大利。而且，鉴于当时意大利既与英、法在地中海地区激烈竞逐，又同苏联敌 

视对抗，蒋介石自然也要避免因与意大利过于接近而引起英、法、苏的不满。

面对中国的经济诱惑，意大利并未回心转意,而是企图左右逢源。10月21日，意大利外交部 

向中方承诺，“决不为日张目”，且将“进一步助”中国。②25日，墨索里尼告诉蒋百里，意大利将加 

入德日防共协定，同时表示该协定“全为反对苏俄”，不会影响意大利对华之同情与合作。③可见, 

在处理与中、日的关系上，意大利既想联合日本以求在国际博弈中获取政治利益,又不愿轻易放弃 

有利可图的对华经贸合作。29日，无可奈何的蒋介石让蒋百里“照前电范围”，全权负责与意大利 

商订商务与价目，以换取“意国在九国会议中助我,至少亦要求其不助日本”。④

意大利在11月6日签署防共协定后，仍表态“对于中日战事仍持中立态度”⑤,中国政府遂派 

陈公博出访意大利，再次尝试挽救不断恶化的中意邦交。15日，齐亚诺明确告诉陈公博，意大利既 

不能再卖军火给中国，也不能在九国公约会议上放弃投反对票，同时以个人名义表示意、德愿出面 

调停中日战争。⑥翌日，齐亚诺问陈公博，中方需要什么条件才肯接受和平谈判？他还要求中国政 

府承认伪满,并对中国采购军火一事加以搪塞。陈公博则再次抨击意大利的伪中立。⑦两次会谈 

均不欢而散。19日，墨索里尼对陈公博大致重复了齐亚诺的说辞，一是劝中国向意、德提出和平调 

停的请求,以便两国斡旋中日和谈;二是明确表示反对九国公约会议通过制裁日本之决议。只是对 

于中国采购军火物资和意大利不在舆论上批判中国这两件事，墨索里尼表示“此皆小事，可以办 

到”⑧，这大概是陈公博此行可聊以慰藉之成果。中国政府也因此认清难以促使意大利改变弃华联 

日的立场，不能再以中立国视之。对此,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颇感无奈:“对 

意惟有尽可能的减少其袒日害我之意o ”⑨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中国政府深知，中意邦交出现裂痕始于中国不承认意大利兼并埃塞俄比 

亚,并支持国联对意制裁，故如欲修复中意邦交以取得意大利的支援,必须在该问题上改弦易辙。 

但由于中国正遭受日本的侵略，日本亦在中国境内扶植伪满等傀儡政权，中国政府基于道义、情感 

和国家利益，实难承认意大利的侵略行径。因此，在开展对意外交时，中国政府从不主动提及该问 

题,面对意方责难则应付了事。1937年10月25日，墨索里尼与蒋百里商谈两国合作等问题时，旧 

事重提，声称“在当时最能在国际联盟为制裁义国问题而辩护者，即为中国”，但“中国在国际联盟

① 《蒋中正致刘文岛转蒋方震电）（1937年10月1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90106/00012/2860 

从这份电报原稿的涂改情况来看,货币单位应是美元。而且，蒋介石是反复考量后才最终将价目提高到5000—10000万美元。参 

见《蒋中正致刘文岛转蒋方震电》（1937年10月19 0）,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10300/00006/055。

② 《蒋方震致蒋中正电＞（1937年10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90103/00016/246。

③ 《蒋方震晋谒义大利墨索里尼首相谈话纪要＞ （1937年10月25日），台d匕，“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60004/ 

00001/0040

④ 《蒋中正致刘文岛转蒋方震电）（1937年10月2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10300/00494/164o

⑤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1937年11月6日，第63页。

⑥ 《陈公博与齐亚诺第一次谈话记录）（1937年11月15日），台北，"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档案,118/010100/0058/005o

⑦ 《陈公博与齐亚诺第二次谈话记录）（1937年11月16日），台北，"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档案,118/010100/0058/008 o

⑧ 《陈公博与墨索里尼谈话记录）（1937年11月19日），台北，"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档案,118/010100/0058/007o

⑨ 《汪精卫致陈公博电）（1937年11月19日），台北，"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档案,118/010100/0040/045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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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置稍为失当”。蒋百里虚与委蛇,称“贵首领对中国所表之热烈同情，至为可感。余深信，苟委员 

长所领导之干部一日不灭,则中国必能日臻于贵首领所期望于中国者……中国当时所处之国际环 

境至为困难，故当时虽对义极表同情,但亦无法有以两全。此点我首领蒋委员长亦深为遗憾，深愿 

不久将来当有以补救，藉以促进两国更友好之关系”。①史丹法尼曾建议蒋百里双方共同起草一份 

关于中意外交基本原则的文件，主张中国通过承认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绝对统治权,换取意大利 

对中国的支援。②但此时中国政府不愿在该问题上让步,故这一建议遂不了 了之。

11月29日，意大利“宣布承认伪满，并在伪京设使”③，在中、日之间公开偏向后者，引发中国 

强烈愤慨,出现对意断交之呼声。④中国政府召回驻意大使⑤，以示严正抗议。无疑，当中国为图 

存而与日本殊死搏杀之际，意日关系每进一步发展，中意邦交必进一步恶化。只是中国政府在思考 

如何调整对意外交时，还要顾及其他因素。

二、英国因素与对意外交之转变

中国政府在开展对意外交时，一宜将国际局势的演变与意大利同其他列强的多边互动作为外 

交决策的重要依据。在修复中意邦交的努力失败之前,中国政府更多的是考虑意大利的外交动向 

对英、法、德等国的对华政策乃至整个远东政策的影响。中国政府清楚意识到:一者，意大利作为国 

联行政院常任理事国、九国公约成员，在国际政治中具有一定影响力;二者，意大利及其殖民地控扼 

地中海和红海之要冲，因而对英、法具有潜在的战略威慑,其动向会影响两国的远东政策⑥;三者, 

意、德早在1936年10月就结成“柏林一罗马轴心”，意大利的有关决策亦可能会影响德国的远东 

政策。⑦而当中国政府必须重新思考对意外交的出路时，其主要顾虑则是列强的对意立场、政策及 

其可能给中国抗战造成的影响。在1939年之前，对英外交处在中国政府战时外交的中心。⑧因 

此,中国政府对英国的动向尤为关注。

当时中方得到的情报显示，意大利与英国为敌的迹象日益明显。1938年1月9日，蒋百里告 

诉驻法大使顾维钧其出使意大利时史丹法尼曾“告诉他，意大利为了牵制英国,可能会从陆上进攻

① 《蒋方震晋谒义大利墨索里尼首相谈话纪要＞ （1937年10月25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60004/ 

00001/0040

② 圭德•萨马拉尼:《日本侵华与中意关系》，《民国档案》1993年第4期，第66页。

③ 《刘文岛致蒋中正电）（1937年11月2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90103/00011/249 o

④ 《出席世界和平会救中国救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致国民政府电＞（1938年2月16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 

001/062010/00002/003。

⑤ 《王宠惠致蒋中正电）（1937年12月1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90103/00016/0560

⑥ 诚如蒋廷皺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斯多蒙涅可夫（Stomoniekov）会谈时所言，一方面，意大利在九国公约会议 

上，恐会采取捣乱、拖延、打官话的策略来袒护日本；另一方面，"英国重视地中海问题，意大利增兵Libya（利比亚——引者注）更使 

英国不安”，“意大利不但在地中海甚积极，且怂恿日本在远东前进,更使英国顾此失彼”，“意虽不能直接援助日本，间接极能使英 

法为难”。顾维钧同法国外交部部长德尔伯斯（Yvon Delbos）会谈时也指出，“地中海局势恶化，一定会使在远东采取任何国际行动 

更加困难”，并断言“罗马和东京一定也有默契”。参见任骏编《蒋廷皺与斯多蒙涅可夫谈话纪录＞（1937年10月20 0 ），《民国档 

案》1989年第4期，第30页；《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433页。

⑦ 1937年12月1日，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询问德国外交部部长牛赖特（Konstantin von Neurath），德国是否会效仿意大利承 

认伪满。中国政府决定召回驻意大使，其目的之一是"使德能有所警戒而不敢承认伪满”。参见《程天放致蒋中正电＞（1937年12 

月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90103/00016/082 ；（蒋中正致程天放电）（1937年12月7日），台北，“国 

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70200/00008/001。

⑧ 参见王建朗《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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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并对直布罗陀进行空袭”。①而且，此时“欧洲盛传，意、日两方当时除订有防共协定暨意国承 

认伪满等条件外，并订有反英秘密协定”。②然而，由于受德、日两国日趋严重的威胁，英国权衡利 

弊后，试图绥靖意大利。意大利所拥有的地缘战略优势，是它参与大国博弈的重要筹码。1937年 

底，时任英国内阁秘书的汉基（Maufice Hankey）强调,英国“在东西方都有危险”，而意大利对这“两 

个可能的战场之间的最短交通线有遏制作用”。因此，友好的英意关系对“帝国的存在和联合王国 

保持第一流国家的地位均极为重要”。③丘吉尔认为，当时“英国政府为了能阻止德国下一步的侵 

略计划……希望同意大利在地中海方面达成谅解……英法两国也可以将力量集中起来”。④在此 

情况下，英意间的对抗态势，与英国的对意绥靖活动交织在一起⑤，使中国政府在调整对意外交时 

举棋不定。

而最令中国政府感到担忧和棘手的是，英国“表示将承认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 

亚，下同——引者注），并将于五月间国联行政院开会时，提请国联允许各国，对于本问题，得自由 

行动”。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对此已有察觉。1938年2月26日，王世杰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力促外 

交部注意“英国终或承认意国吞并阿比西尼亚”，认为“我国对于此事应早定应付方案”。⑥3月7 
日，在军事委员会参事室的座谈会上，王世杰又强调“英国承认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问题”是当 

前三大外交问题之一，“关系我国至为重大。英首相张伯伦前已表示,如英意谈判到有结果，英即 

承认意并阿,其所用之方式或置国联盟约与议案于不顾，单独承认。或向国联提议，予以承认。如 

采取后之方式……不仅影响伪满,而且影响华北华中之伪组织……我国应及早确定对策,订立方 

案，使外交官本此积极活动，免受意外打击”。⑦英国的主动介入，一方面迫使中国政府直面原先极 

力回避的意埃问题，另一方面也令中国政府在处理该问题时投鼠忌器,因为这不仅直接涉及中意关 

系,而且关乎中英关系。

3月20日，王世杰提醒蒋介石，“我国对意阿问题之立场，不可轻率变更”。⑧而意大利的蛮横 

态度亦在客观上限制了中国政府选择对策的空间。3月，蒋百里向意大利政府提交备忘录，表示 

“中国政府有承认义阿帝国之意，并附几种希望” o意大利政府不但不正式答复，反而借机指责“中 

国人专说空话，毫无诚意，非特不谋改善中义关系,而且一再使义失望”。⑨意方显然高估了自身的 

筹码,想要中方无条件承认其兼并埃塞尔比亚。中国政府也因此失去了与意方讨价还价的余地。

4月16日，英国与意大利签订《英意协定》，两国的利益矛盾暂时得到协调⑩，这令中国政府在 

处理意埃问题时不得不更加顾忌英国因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提出五种对策:一是“非 

万不得已不放弃我’不承认'之正统政策”；二是通过承认意大利吞并埃塞尔比亚以换取英、意“保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4页。

②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1938年1月15日，第82页。

③ Bradford A. Lee, Britain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 - 1939: A Study in the Dilemmas of British Declin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p. 82.

④ 丘吉尔著，方唐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1册，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年版，第272页。

⑤ 蒋介石曾提醒自己注意两则颇为矛盾的消息：一是英、意妥协，二是“意、德于三四月间挑战”。参见《蒋介石日记》（手 

稿）,1938 年 1 月 17 Ho

⑥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1938年3月12日、2月26日，第99,95页。

⑦ 周宁、冯敏选编：《关于抗战外交及国民精神总动员一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座谈会记录）（1938年3月7日），《民国档案》 

1995年第1期，第53—54页。

⑧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1938年3月20日，第101页。

⑨ 《朱英致外交部电＞（1938年4月18 EJ）,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020/042002/0028 o

⑩ "The Anglo-Italian Agreements of 1938" , April 16, 1938, Walter Consuelo Langsam （ ed. ） , Documents and Reading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18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Company, 1951） , pp. 263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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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不承认中国已成未成之一切伪组织”，且禁止本国“人民投效日军”和“供给日寇军火”；三是“最 

低限度应'弃权’，并设法使英德义谅解我之立场”；四是以英、意答应“对于我国抗战绝对有利或利 

大害小”的条件，作为承认意大利吞并埃塞尔比亚之前提;五是“绝对不承认”。①郭泰祺认为，国 

联的“不承认原则”与中国东三省、“现时各被占区域均有重大关系”，而且“英方对我处境似能充分 

谅解”,故“我方立场似万不宜轻易松动”。②尽管在意埃问题上，英国并非当事国，中方高层和外 

交官们却将英国因素作为制定对策的立足点——中国坚持“不承认”政策或弃权，须以英国的谅解 

为前提;中国承认既成事实,须以英国支持中国抗日作为条件。而且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预设 

中，能造成第一种对策所提及的“万不得已”之困境者，显然是英国而非意大利。

立法院院长孙科赞同郭泰祺的主张，并提出更全面的理由。他指出:首先，中国为了将来能收 

复失地，“不能承认他人之侵吞他国”。英国承认意大利吞并埃塞俄比亚，是为了缓和欧洲和地中 

海局势，而“对远东尚无直接关系”。所以,英国“极为谅解”中国不放弃“不承认政策”。其次，“不 

承认武力造成事实为美国近来一贯国策”，因此，中国坚持原先政策有利于美国保持对华好感，甚 

至可能获得美国援助。再次，为了避免苏联因怀疑中国“必将对敌妥协”而改变援华政策，中国不 

能改变立场。最后，意大利虽与日本订有防共协定，但目的在于获得在“地中海红海与英帝国分庭 

抗礼”的地位。现在《英意协定》已签署，“我纵一时不承认义并阿,义对我亦不致有所妨害”。他总 

结道:“我即附和承认，义对我亦不能有所援助。盖我对欧美各国关系中，实以义大利为最无足重 

轻，不宜此时因小失大。”③对意外交在中国战时外交中的边缘地位跃然纸上。在中国政府的普遍 

认知中,既不认为意大利是必不可少的奥援，也不忌惮意大利。

4月20日，“国防最高会议开常会……讨论意国兼并阿比西尼亚问题”，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倾 

向于承认”；王世杰“力主在国联集会时，至少我国应采取抗议与弃权之方式”；王宠惠主张“如苏联 

投反对票,则吾亦投反对票;以有一反对票,则承认案在国联行政院即不能通过;苏联如决定投反对 

票,则我国之反对，初与该案之命运无关,意大利或英国当不因是而生重大恶感”。27日，“国防最 

高会议开常务会议，决定我国对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问题之态度，由外交部训令我国驻英、法代 

表。训令内容大致为:对于英国提议撤销国联案，将采弃权（即不投票）之方式表示抗议，并声明保 

留;一面并先与英、法接洽，务求国联于通过英案之时不致妨及满洲问题之国联决议案” o®而英国 

为了打消中方的顾虑,表示“阿案与东北案完全不同,不致有何影响”。⑤为慎重起见,蒋介石在情 

感上也适度安抚意大利。他电令蒋百里向墨索里尼阐明：“过去之事,中国为自身在国际上立场及 

国内情势所拘牵，有不能面面兼顾者，此则对方当能相喻以心。就两国过去邦交言,实应恢复至积 

极合作之程度。”⑥中国政府选择“弃权”固然是为了避免招致英国不满而采取的变通之举,但也表  

明其不愿在对意外交上做出过多让步。进而言之，一旦对英意关系走向的预判发生改变，中国政府 

很可能会相应调整对意外交。

在《英意协定》签订后，意大利政府刻意在英、德之间维持着等距离外交，企图藉此“处于一个

① 《政治部对意大利并阿比西尼亚之意见＞ （1938年4月19日），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档案,008/010601/ 

00023/001。

② 《郭泰祺致外交部电）（1938年4月19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020/042002/0028 o

③ 《孙科致王宠惠并转蒋介石、汪精卫和孔祥熙电》（1938年4月26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020/042002/ 

0028。

④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1938年4月20、27日，第110J12页。

⑤ 《"关于承认义并阿事”案节略＞（1938年5月14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020/042002/0028o

⑥ 叶健青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1册，台北，“国史馆”2010年版，第4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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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有力的地位去面对他的轴心国伙伴”。①蒋介石通过考察欧洲列强在“德捷五月危机”中的博 

弈，觉察到意大利在英、德之间站队的倾向性。5月5日，蒋研判“德意二首领之会见结果或意促德 

攻捷,使大战爆发”。②此推测虽显极端,但关于意大利倾向于站在德国一边的判断，则大致正确O 
的确，墨索里尼“欣然支持德国的领土要求”，并虚张声势地宣称他将和希特勒共进退。③齐亚诺公 

然宣称“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人为的国家，最好使它消灭”，意大利其他外交官也重复齐亚诺的说 

辞。④同月28日，来自德国的情报称，“德捷紧张，英武力调解……意声明严守中立，但舆论同情 

德”。⑤29日，来自罗马的消息也称，意大利“官报袒德，望捷接受境内日耳曼民族要求”。不过，此 

时意大利尚未下定决心与德国共进退。因此，齐亚诺向德国驻意大使表示“不能武力相助”。⑥中 

国政府所得到的情报尽管不足以支撑蒋介石关于“大战爆发”的推测，但一定程度上可以令其相 

信,一旦需要在英、德之间选边，意大利很可能选择联德反英。这一判断推动了中国政府对意外交 

的转变。

6月3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宣布：“德、意现已决定联日，在势已无可 

挽回，我国今后外交方针，应重新改订，与英、美、法、苏联结。”⑦相较于1937年8月制定的外交方 

略,这次改订者是放弃德、意。自此,中国政府在角色定位上明确把意大利视为敌国。须指出的是, 

促成中国政府决心与意大利分道扬熊的直接原因,并非意大利“现已决定联日”且无可挽回，而在 

于其关于大国阵营分化组合趋势的战略研判——英意妥协难以长期维持，意大利最终很可能会走 

到英法阵营的对立面。毕竟早在1937年底，中国政府就确信意大利将弃华联日。

之后,在不主动树敌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对意外交渐趋强硬。面对意大利主动提出调停中日战 

争的要求,1938年7月，蒋介石一改暧昧态度而“拒绝意国大使单独调停”，对“欲来为倭寇说项转 

圜”的意大利大使“置之不理”。⑧8月26日，蒋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更是怒斥意大利调停中 

日战争之传闻乃“完全无稽” o他特地引用香港《大公报》的社评称,“纵然退几步说，假若战事真可 

调停,而调停人亦轮不到义大利”。⑨此番言论公开道出意大利在中国政府外交视野中的边缘 

地位。

9月，中国政府内部普遍臆断以英、法、苏为一方，以德国为另一方，很可能因苏台德问题而爆 

发战争，并认为应相机加入英法苏阵营,以求联合他们战胜日本。⑩在此情况下,由于意大利被视 

为德、日之盟友，英、法、苏之敌人，对意外交在中国政府外交视野中更加边缘化。9月20日，王世 

杰、王宠惠、行政院副院长张群、外交部次长徐谟、行政院政务次长蒋廷纖、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钱端 

升、外交部参事张忠级等“讨论欧战如爆发，我国所应采之态度。在座者惟蒋廷蔽倾向与德、意妥 

协”。⑪然而，随后国际局势一再突变,改善中意邦交之议在中国政府内部仍不时回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H. James Burgwyn, Itali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Interwar Period, 1918 -1940, （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1997） , p. 174.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5月5日。

H. James Burgwyn, Itali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Interwar Period, 1918 -1940, pp. 177 - 17& 

格哈特•温伯格著，何江译:《希特勒德国的对外政策》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37页。

《军令部致蒋中正电）（1938年5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510/0720 

《郑绍成致蒋中正电）（1938年5月29,3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510/073o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1938年6月3日，第118页。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7月9、14日。

本刊史料组编：《陈布雷致蒋介石签呈）（1938年8月27日），《民国档案》1999年第2期，第16页。

《王世杰呈蒋中正签呈＞ （1938年9月14 EJ）,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80106/0002/02 ；（蒋介石EJ

记》（手稿）,1938年9月18日。

⑪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1938年9月20日，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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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局势突变与对意外交之调适

正当中国筹划如何加入英法苏阵营之际，在意大利斡旋下，德英法意四国于1938年9月29日 

至30日召开慕尼黑会议,签署了《慕尼黑协定》。剑拔弩张的欧洲局势随之得以缓和。由于成功 

充当调停人，意大利在中国政府战时外交中的地位一时有所抬升，趋于强硬的对意外交因此发生 

动摇。

10月4日，王宠惠在行政院例会上称:“民主阵线根本不存在。自慕尼黑四强会议后……吾人 

亟应谋适时之策。对德义之仇视于我有害无益。”内政部部长蒋作宾谓:“中义关系亟应改善。”蒋 

廷纖强调:“四强此后将为欧局之中心……四强合作之发展,吾人应设法使其有利于我”，认为“应 

借英法以联德义,借英法德义以谋较好之讲和条件”。①6日，汪精卫与陈公博、蒋廷皺、钱端升等 

人讨论外交问题时指出,“自捷克问题解决后,国内议论显分两派,一派主此后专联俄而附联美,一 

派主四强协商”。汪倾向于后者，主张“应避免对德对义敌视之言论”。②8日，王宠惠建议蒋介石 

“调整中德中义关系”,认为应在舆论上避免批判德、意，并让驻德、意使节加大宣传力度使两国明 

白中方的亲善立场。③在这些政要看来，意大利成了比肩英、法、德的欧洲强国，故均要求积极改善 

中意邦交。

不过,种种迹象与情报表明,争取意大利实乃与虎谋皮。王世杰判断:“意大利新任驻华大使, 

抵港后不来重庆，迳赴上海，逗留累月，凡此事实，或与日方扮演伪中央组织有关。”④顾维钧报告 

称，他“经托德某旧党领袖密探”得知,“卢沟桥事起,义助日主张先占中国，后攻苏联……义允在外 

交经济军事上助日”，而且日本侵华“如引起对英之战”，德、意将“共同协助”。⑤且不论其真实性 

如何,对于那些怀有改善中意邦交之幻想的政要而言,这一情报一定程度上具有警醒之作用。更关 

键的是，蒋介石坚信德、意、日结盟对抗英、美、苏的趋势难以逆转，实无必要争取意大利。他提醒自 

己:“德、意、倭三国军事同盟之消息日确，此后国际形势必因此剧变,苏俄对我之政策与英、美，皆 

有进一步之可能。” 1939年1月17日，蒋又断定“英、法舰队在地中海联合演习，与美国海军在大西 

洋演习，皆对德、意示威” o®在此情况下，改善中意邦交之议只能是短暂的，且未能付诸实践。

最终,蒋介石决定维持之前对意大利的角色定位，即敌国。但鉴于列强的分化组合尚未定型, 

蒋将维持中意邦交现状作为对意外交之目标，并决定采取不主动使之为敌亦不接近的策略。1939 
年1月26日，蒋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宣布:“德意是与我们敌人订立防共协定的国家……我们 

总要当他们攻守同盟看待。因之,我们可以确定对德意的态度，就是我们要视德意为敌人，但不必 

明显树敌。精神上要认为他是与我们敌对的国家，但亦不必遽与之绝交。至于想利用德意,拆散其 

阵线，则时间未到，而且并无此必要”，“意大利这一个国家，一年多以来，对我国种种造谣捣乱，卑 

劣已极，我们更不能与之接近”。蒋称“德国并不相信意国，而且很轻视他”⑦，以此来表达对意大

① 《蒋廷槪关于行政院例会讨论与德义外交关系决议案日记》（1938年10月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 

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外交”，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57—658页。

② 《蒋廷敵关于在汪精卫公馆举行国际问题座谈会上有关与德义关系谈话记录＞（1938年10月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 

料汇编》第5辑第2编，“外交”，第659页。

③ 《王宠惠致蒋中正电＞（1938年10月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90103/00061/103 o

④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1938年11月30日，第162页。

⑤ 《外交部转顾维钧来电＞ （1939年1月18 EJ）,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107/00004/0030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11月30日、1939年1月17日。

⑦ 张世瑛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2册补编，台北，“国史馆”2016年版，第171—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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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不必信任和重视的态度。易言之，对意外交在中国政府外交视野中的边缘地位并无改观。

1939年1月6日，德国正式向意、日提出缔结三国军事同盟的方案。在随后的磋商中，德、意 

同日本的分歧一时难以弥合。在部分政要看来，意、日的分歧为中、意重新接近提供了机会。鉴于 

“近来日本有不愿加入德义军事同盟之非正式表示，政府中人遂又有主张我应与德、义重谋接近”， 

5月19日，王世杰向蒋介石“力陈不可与德、义两国重谋接近”。①尽管德、意的确抛开日本，于5 
月22日先行结盟,但蒋介石并未改变日本终将加入德意军事同盟以对抗英、美、法、苏的战略预 

判。②因此，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所确立的对意外交方针亦未受动摇。

德国在同苏联于1939年8月23日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附属秘密协定之后，于9月1 
日闪击波兰。3日，英、法对德宣战。5日，墨索里尼却宣布意大利为非交战国。临阵退缩的意大利 

成了英、法的拉拢对象。③而中国政府得到的一连串情报也显示，意大利可能会故技重施,如一战 

时期那样背弃盟友而加入敌方阵营。④因此，“一般论者早有意国重复卖友之推测”似乎已被验证, 

连一直坚信德意同盟牢不可破的王世杰也惊叹“今果然”。⑤

由于国际局势剧变,列强之间的分化组合态势扑朔迷离，中国政府不得不稍做改善中意邦交之 

尝试。9月13日，意大利政府放出消息称,“在中国成立'新中央'政权时,苟日本予以承认，则意大 

利立即拟予以承认之”。⑥即便如此,9月21日，中国政府仍通过意大利驻重庆领事向迟迟不赴渝 

的意大利驻华大使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前往重庆。⑦23日，正在访苏的孙科向蒋介石、孔祥熙请示, 

他将于10月初访英、法，届时途经意大利并与齐亚诺会谈时“是否可提出下列各点冲义宜即恢复 

正常关系,义新任大使应来渝呈递国书,我亦可任命新大使来罗马……我所希望于义者如军需品之 

供应,我所能有利于彼者如原料之交换，或可成立商务信用协定……对远东大局,望其仍能中立,勿 

再袒倭抑华，奠两国永久友善关系”。⑧中国政府采纳了孙科这一建议,让他去游说齐亚诺。

然而,意大利政府对中国政府的善意不屑一顾。9月23日，意大利驻华大使向日方表示，鉴于 

意大利政府“欲在远东与日本”，以及“与日本友好之中国政府（指汪伪政府——引者注）树立友好 

之关系”，决定对中国政府的赴渝邀请“全然置之不理”。25日，意大利驻沪领事代表其政府正式 

向日方承诺，中国“新中央政府成立时，当随时准备与日本同时承认之”，之后又前往“访问汪精 

卫”。⑨王世杰指出:意大利“驻沪使领人员近日与敌伪勾结愈力”。⑩10月初，孙科照原计划拜会 

齐亚诺，但“所谈无甚结果”。⑪意大利的所作所为令中国政府只得维持既有的对意外交方针。

①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1939年5月19日，第199—200页。

② 参见《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6月3日“上星期反省录”、6月7日、6月10日“上星期反省录”、7月31日“本月反省 

录”、8月4日、8月8日、8月11日、8月12日"上星期反省录”。

③ 如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英国试图以经济利益拉拢意大利，提出了一系列合作建议,但均遭到墨索里尼的拒绝。 

参见 MacGregor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1939 - 1941: Politics and Strategy in Fascist Italy's Last War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pp. 71 -75O

④ 如9月4日的情报称，“目下英法对意要求关于中立之确实保障，尤其法国派前总理赖伐尔赴罗马，现正在交涉中”。9月 

15日的情报更是声称“英法对意政治上之工作业已奏效，闻彼等已有秘密协定”。参见《毛庆祥呈蒋中正情报＞ （1939年9月4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520/052；《毛庆祥呈蒋中正情报》（1939年9月15日），台北，“国史 

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520/0540

⑤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1939年9月6日，第221页。

⑥ 《毛庆祥呈蒋中正情报＞（1939年9月14 0），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522/0820

⑦ 《何应钦致蒋中正电＞（1939年9月2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519/069。

⑧ 《孔祥熙转呈孙科电）（1939年9月2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1/062228/00002/014o

⑨ 《何应钦致蒋中正电）（1939年9月23,2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519/069o

⑩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1939年9月28日，第226页。

⑪ 《孙科致蒋中正电＞（1939年11月1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1/0622228/00002/021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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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如此，鉴于意大利已公然宣称一旦日本在中国扶植伪中央政府,将随之一道予以承认，故 

中国政府积极寻求大国干预，力避这一最坏局面的出现。随着苏德缔约、欧战爆发,中国政府最终 

确立了外交上“首重美国”的战略方针。①因此,中国政府尤为注重寻求美国政府之帮助。1940年 

1月28日，中国外交部“提醒”驻美大使胡适:“兹闻美政府拟与义政府以美金二千万元之信用贷 

款……美方似可警告义方,此项贷款以不承认汪伪组织、不违背九国公约为条件。想义方需款孔 

亟，必可就范。”在汪伪政府成立前夕，外交部急令胡适敦请美国政府“请义政府根据《九国公约》取 

消承认意”。②中国政府也积极寻求英国的帮助。汪伪政府成立翌日，郭泰祺请英国外交大臣“劝 

义大利勿承认伪组织，以维九国公约”。英国外交大臣“答当考量，并以英方对义无何力量为 

惜”。③其实,无论美、英作何劝说和警告，墨索里尼都会置若罔闻。因为他已决心领导意大利追随 

德国,以求分一杯羹。④

1940年6月11日，意大利对英法宣战。在随后约3个月里，法国过早败降，英国退守本土并 

在日本胁迫下暂时封锁滇缅路，德国势如破竹并伺机进攻英国,苏联继续充当德国的准盟友并在东 

欧大肆扩张，美国则尚不愿采取军事手段遏德制日。面对混沌的国际局势，中国政府内部就接下来 

所应采取的外交路线展开争论，蒋介石也密切关注着德、苏、英、美、日的相互关系之演变，以期做出 

正确的外交抉择。⑤至于意大利，则不在蒋介石的必要考虑范围之内。7月6日，国民党五届七中 

全会通过的《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提出：“对于英法，尽力维持固有之关系;对德意等国不仅以维 

持现存友谊为满足，更宜积极改善邦交，以孤敌势，并打破敌之阴谋，以期有裨我抗战建国之前 

途。”⑥本来，意大利联德参战,中国政府得以不必再顾虑英意关系。然而,德国在1940年夏季取得 

西线大捷,令中国政府不得不顾忌德意关系而重提对意“积极改善邦交”。易言之,此时对意外交 

得以留在中国政府外交视野的边缘，某种意义上有赖于德意同盟。

1940年9月28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成立，中国的外交出路随之逐渐明晰。对此，蒋介石如释 

重负：“此在抗战与国际形势上，于我实求之不得者，从此如我能戒慎进行，则抗战必胜之形势已定 

矣。”只是在何时摊牌的问题上，蒋认为“必待俄国态度表明，或其参加战争以后,我乃决定取舍，如 

此则对美、对德、对俄皆有进退自如之余地，而且皆可由我自动抉择也，此中立自主，乃为目前唯一 

之上策”。⑦中国政府决定，一旦德、意承认汪伪政府，“即与断绝国交，撤回使领”。⑧1941年7月 

1日，德、意承认汪伪政府。翌日，中国外交部发表了《对德意绝交宣言》⑨,正式终结对意外交。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政府遂于9日对日、德、意宣战。⑩但这只是中国促成中、 

美、英、苏联合对日作战的策略，并未与德、意实质交战。质言之，对意宣战无非是再次确认意大利 

已被中国政府移出战时外交视野。

① 蔡梓:《变局中的坚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国民政府的抗日外交战略》，《民国研究》2017年春季号（总第31辑），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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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对意宣战以前,中国政府在角色定位、目标和策略三个层面上,不断调整战时的对意外交。 

在角色定位上，中国政府最初视意大利为潜在友国，在修复邦交的努力受挫后,转而视之为中立国。 

1937年底意大利承认伪满之后，经过约半年考察，中国政府于1938年6月将其定位为敌国，未再 

改变。中国政府原本以修复中意邦交为目标，后于1937年10月将目标变为使意大利保持中立，从 

1939年起又将目标改为维持中意邦交现状。在策略上，中国政府早期试图动之以情，并适度诱之 

以利。之后，虽然每遇国际局势变动,内部时有改善中意邦交之议，但总体上,中国政府维持着不主 

动树敌亦不接近之策略。中意邦交最终无可避免地走向决裂，究其根源，乃两国的外交存在战略性 

冲突——中国欲联英、美、苏以抗日，意大利则欲联德、日以制英、苏。意大利在中日之间选择倒向 

后者并与之结盟，决定了意大利只能是中国的敌国而非友邦。

其实，中国政府在开展对意外交时,其思路和视野并不局限于中意日三角关系的框架之内，而 

是将大国阵营分化组合过程中意大利与其他列强之间关系的变化 ，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因为意 

大利的本土及殖民地控扼着途经地中海、红海的欧亚海上交通要道，进而对英、法这两个在亚洲拥 

有重大利益的殖民帝国造成潜在战略威慑，所以在大国博弈中意大利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 

在20世纪30年代下半叶,随着英、法和德国——中国抗战所倚重的国家——之间博弈的加剧,意 

大利成了它们竞相拉拢之对象。因此，尽管与对英、美、苏、德外交相比，中国政府将对意外交置于 

战时外交视野的边缘，始终没有予以重视，但面对执意弃华联日的意大利，中国政府却先后因顾忌 

英、德的对意立场，未能在角色定位、目标和策略上同步调整对意外交。总之，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对 

意外交的开展与终结,既生动地呈现了中国战时外交的多边互动性和复杂性，也折射出中国抗日战 

争的国际性。

〔作者蔡梓，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高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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